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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族谱存世很多，对于族谱的文献价值，学界

早有肯定，认为其具有“补史之缺，证史之讹，详史

之略，续史之原”之意义。梁启超先生曾说：“我国

乡村家家有谱，实可谓史学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

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

业也。”确实，族谱作为乡村社会的“百科全书”， 其

蕴含的史料极其丰富，将其分类研究，必能发现正史

或方志所缺漏的内容，推进人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

但是，族谱作为中国民间社会特有的文字记录系

统，其承载的文化观念和行为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其编撰、保存或重修的背后是一套乡村社会的文化

运作逻辑，其体例采纳、文献编排乃至于世系梳理，

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因此，民间族谱

编撰族谱与

晚清乡村知识分子的地方文化实践
—基于闽西培田《吴氏族谱》的分析

□张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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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世与流传既是一种文化现象，

也是一种历史记忆，族谱编撰者通

过“加法”和“减法”调整着集体

记忆，利用族谱的神圣象征力量重

塑社区或者房族之间的权力关系，

而且这些族谱编撰者的社会历史观

念与现实认识往往渗透到族谱的实

体构造中，最终个体力量改造集体

记忆，成为乡村社会文化实践的一

种体现。

有鉴于此，我们面对一部族谱

时，应当想到，这样记录家族历史

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动机是什么？编

撰方式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人编

撰或重建了家族规范与历史记忆？

族谱反映了编撰者集体或者个人的

哪些社会观念？编撰者通过文字系

统企图建立何种社会文化权力？为

了较为明晰地说明这些问题，本文

将着眼于晚清大变局的社会背景，

以福建西部山区连城县宣河乡培田

村的《吴氏族谱》为微观的分析个

案，分析族谱与晚清乡村知识分子

的地方文化实践的关系。

晚清乡村社会变动与吴泰均修谱

培田村位于福建连城县与长汀

县交界山区，为单姓自然村，村民

大约300户左右，是河源溪流域的

上百个聚落中的一个自然村。河源

溪流域又称“河源峒”或“河源十

三乡”。培田村现保存着完整的明

清建筑和村落布局，是第三批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笔者曾多次到该村进行田野调

《吴氏族谱》（乾隆戊申本），修于 1788 年

《吴氏族谱》（光绪丙午本），修于 1906 年

《吴氏族谱续刊》（同治甲戌本），修于 18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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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搜集到一批民间文献，其中以该村

的《吴氏族谱》最为系统，极具研究价

值。吴氏现存三个版本的族谱，分别为

乾隆戊申（1788年）本（10册）、同治

甲戌（1874年）本（8册）、光绪丙午

（1906年）本（14册）。比较三套族谱

的编修间隔，乾隆至同治间几乎百年

为一修，而同治至光绪间则30年为一

修，不能不说是巨大变化，其中蕴含的

是晚清社会变动的影响。

与闽粤赣地区的许多乡村相似，

从明中叶开始到清代初期，培田村聚

落格局和文化形态逐渐定型，其他姓

氏逐渐迁移，吴氏成为村中的唯一姓

氏，从“力农起家”生计模式慢慢转变

为“耕读传家”，从乡间土豪逐步转变

为讲求礼仪的士绅。进而修撰族谱，兴

修祠堂，兴建书院，成为河源十三乡的

文化领袖。道光年间的长汀知县徐曰

都，在探访培田时写下了诗篇，虽有溢

美之词，但也反映了当时安定的情况：

劳人州县耳，此语千古同。

镇日疲筋骨，何当荡心胸。

延陵有子弟，候门执礼恭。

坐我青云馆，遂令尘念空。

但近代以来，鸦片随着商业活动

到来，吴氏族人吸食鸦片，导致安定生

活的覆灭，“粮田万顷，经累世创之而

不足者，一竹管破之而有余；镰金百

贯，数十年积之而未盈者，一灯光熔之

而立化。拖青纡紫，转盼间亲用毡蒲；

餍膏饫粱，曾几时亲尝藜藿”，严重的

甚至鬻妻卖儿，“贾妻媳而不以为羞，

卖男儿而不计绝嗣者”。最为严重的冲

击是太平军入闽。太平军先后4 次入

闽，以第二次（1858年）对培田的影响

最大。时人曹大观《寇汀纪略》比较详

细地记录了太平军内讧后出走的石达

开所部在汀州的情况：“凡富商大贾，

显宦势豪，挟黄白之物走避远乡者，各

为贼指其处⋯⋯如有窝匿隐瞒，必赤

族屠之。”当时培田尚属长汀，吴氏也

为当地名族，自然在骚扰之列，吴氏族

谱中的《乡劫记》对此有完整记载：

九月廿九，贼旗指吾乡，焚

掠三日，曹坊、城溪、田源四山

俱害，我两村屋被焚者十

之三四，人不屈者六七十，

被掳者百余，祖像多亡，吾

之宗图且失⋯⋯破箱焚厂，

杀畜掳人，任所为而

去⋯⋯比归，焚者煨烬，什

物罄空，否亦堂无壁，灶无

釜，仓无门，器无完，塘无

鱼，计两门菩萨存者万安

桥圣母，猪牛剩者不满六

十，其他公服被履等无论

矣。培田吴氏家庙神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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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致使房屋被焚，人口被掳，宗

图被毁，田地荒芜，地方社会劫难空

前。再加上兵荒马乱之余，民间匪贼乘

机而起，汀州一带江湖会、大刀会、千

刀会等会党组织活动频繁，流窜于闽

西北一带，冲击了社区的稳定。面对如

此变局，培田为吴氏单姓社区，血缘关

系可为内修之本，于是他们力图以此

逐步恢复与完善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

谱牒具有最为直接的“收族”功用，成

为首要之举。那么由什么人来修谱

呢？

一般而言，乡绅群体倡议往往是

族谱得以修撰的重要支持，但乡绅群

体也是多层的，变乱之时，乡村知识分

子的作用更为突出，他们长期居住在

乡间，往往成为修撰族谱的中坚力量。

培田吴氏族谱能得到重修，完全来自

于乡居儒士—吴泰均的主持。值此危

难之际，他独立承担着兴修族谱的事

务，光绪版族谱记他“癸酉续刊族谱，

纂修校对，独任其劳”，“独任”点明了

他在族谱编纂上的“用力”。

吴泰均其人其事可在族谱中得到

了解。现据同治版《吴氏族谱》中的自

我描绘，他早年成名，24岁即为邑庠

生，但科举仕途却极不顺利，57岁才

考拔明经进士。他曾撰有《老科举行》

一诗，自嘲赴京科举的情景：“科去科

来来去忙，十载棘闱九弃枪。归山已灌

三年菊，到了槐黄技又痒⋯⋯不闻人

羡老龙头，只闻人笑老相公⋯⋯近似

婆婆鬓已斑，犹学少妇搽红粉。”不过

科举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在乡间权威的

削弱，反而有机会常常参与地方事务。

根据相关资料，可以勾勒出吴泰均的

大致情况：（1）与长汀县的官员、文人

有一定交情，根据光绪重刻《长汀县

志》所列咸丰四年（1854年）续辑校

刻官绅名单，吴泰均作为廪生师职“采

访滕录”。(2)学识突出，在长汀、连城

乡间任教，培养了不少学生，形成了门

生故友的地方网络。（3）注重自我修

养，孝友持家，每日检讨功过，追求养

性练气，在家族中拥有较高的权威。

（4）精通地理，为家族发展谋求风水的

依据，尤其在改夺风水上有一系列的

作为。如此种种行为，使其成为乡间士

绅的核心人物，“弟侄辈皆感先生之

言，欣然乐善，捐祭田、兴义学、设义

仓，种种善事，无不踊跃为之”。

族谱编撰与家族凝聚

社会动荡之际，人们需要加强家

族内部的自我管理与血缘凝聚力以应

对危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明确族谱

在整理人心上的功用，吴泰均首先利

用族谱普遍拥有的“族规”部分，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创造。他鉴于乾隆族谱

中的《家训》只会讲大道理，过于笼统

而缺乏可操作性，增加了《家法》、《族

规》等具体条规，进一步强化了家族的

自治能力。对《家法》，他明确指出“立

训使人遵，守法使人畏”，实际上就是

强调它与国家法沟通的可能性。从具

体内容上看，《家法》所处理的就是《大

清律例》的违禁内容，而《族规》所规

定的内容则大部分是与宗族公共事务

相关的，比如祖堂管理、宗图谱牒流

存、公共财产经营、聚落风水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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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闽粤赣地区的族谱编撰活动中，

祖先源流常常是重要话题，并成为联

宗通谱的基础，可视为一种文化权力

的延展过程。但是早期的吴氏乾隆版

族谱并没有进行虚无缥缈的祖先追溯，

他们比较强调开基祖，而对记载不清

的2世以及其他祖先没有作出详细的

说明。但此时，吴泰均为了使世系更为

清晰，撰写了大量吴氏家族与其他家

族争夺坟地的文书，编入族谱文献，如

《打鼓潭水碧寨下祖坟记》记载的是寻

求2世祖祖坟事宜。可以明确的是，吴

泰均寻复二世祖坟是一件无中生有之

事，因为该墓早年就已失落，2世祖的

事迹在族谱中也无记载。在乾隆版族

谱中，吴家坊的培田和上里两房吴姓

通过共同建造始祖“八四郎公”祠堂，

已形成家族整合。而寻访2世祖之所以

发生在编撰同治族谱的同年，其意图

是进一步强化家族的凝聚力。结果与

当地邱姓发生了激烈冲突，“大讼将

兴，是非敢求一决”。虽然几经周折才

尘埃落定，但最终以吴氏的胜利而告

终，其意义却非同小可，正如吴泰均自

己认为的：“祖先

有所凭依，后嗣无

忘追远。”

风水与乡村

社会生活息息相

关。吴氏家族自明

中叶以来，在风水

上极为重视，而且

他们认为“风水”

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可以改造和需要维护的，甚至是必

须去争夺的，风水一直是他们能够在

河源十三乡成为文化领袖的秘密武器。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吴氏10世祖吴

钦道“居林泉，好读书，善七弦，尤精

于选择堪舆”，而吴泰均则是在清末出

现的另一位风水精通者，由于其科场

失意，一直力图改造本乡风水，于是在

风水理论上钻研颇深，达到了很高的

造诣。吴泰均在编纂同治版《吴氏族

谱》时，将自己大量有关风水的文稿收

录其中，大肆宣扬培田的风水，其中以

《建阁筑峰改水闻》最为著名，这是改

造培田风水的总体方案。他还专门开

列了“八胜表”，对历代祖先的风水建

树做了全面的回顾，并逐一分析了主

要的关节点，指出其中可因可革之处。

在他的主持之下，众人对风水极为热

衷，“需用钱，文社为主建，各祖各户

乐捐，工则照丁分派”。民众的积极参

与使得风水改造成为扭转太平军冲击

所带来的人心涣散局面的一种手段。

同时，在他的主持之下，吴氏在与其他

姓氏的风水之争中，取得了胜利，为了

强化这种胜利的象征意义，他又专文

祀奉张老先师的马头山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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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张老师庵记》编入

族谱，详尽记载该事情始

末，并规定了相关仪式：

八月十八日要杀猪宰羊祭

天地众神和吴氏祖堂；八

月十九日要以朱砂、燕

泥、酒饭填补三处藏符窟

窿；八月二十日要插青一

道，催龙七次，等等，使

风水之争完全成为凝聚宗

族的活动。

应该说，相关文献的

重新梳理，本身就是吴氏

族人进行家族凝聚的行为，吴氏借机

进入了家族发展的鼎盛时期。如南

派下，第19代共有男丁19人，其中有

文生员5人，武生员4人，武举人1人，

武进士1人；第20代共有男丁81人，

其中有文生员4人，武生员2人。这些

族人或从政，或经商，或务农，在家族

内部各有分工，相得益彰。晚清长汀举

人杜 光在《引斋吴先生传》中说：“汀

南吴家坊，为邑巨族。其富贵功名，不

亚于郡城，而孝义节廉之士，恒多出乎

其间。”光绪年间主修族谱的吴震涛，

在《允轩公传》中也自豪地说：“吾家

乃文乃武，采芹食饩，登科掇甲，不下

二十人。”

族谱编撰与社区权力

传统乡村社区由于乡民自治，除

非有重大官司诉讼，否则社区情况是

没有档案卷宗可供查询的，因此祠堂

和庙宇等民间公共场所往往就是乡村

社会的档案馆，族谱、碑铭等资料就是

乡民生活的档案，修撰族谱、重刻碑铭

可视为乡村档案整理过程，由于档案

是备案查询的，实际上它就是宗族或

者社区划分权力与责任的文书。

在传统社会中，宗族在地域社会

的重要性往往可以由其是否在区域神

灵崇拜体系中发挥着领导作用而得以19 世吴汉兴墓碑

都阃府为武进士吴拔祯(1857～1929年)府第，建于同治光绪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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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在培田所有的神灵祭拜活动中，

规模最大、仪式最为隆重的是轮祀乡

土之神— 瑚侯王。 瑚侯王是河源

十三坊共同信奉的神灵，当地人尊称

为“公太”，正式的称谓应当是“敕封

瑚净口威济侯王”。有关 瑚侯王的

来历，有多种说法，有谓青蛙，有说是

五代王延钧。

但对于 瑚侯王到底是什么人，

晚清培田吴氏文人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首先是吴茂林阅读史书后，即写信遍

告河源各坊，认为王延钧“ 逆荒淫，

不应为神”， 瑚侯王应当是五代十国

时创建闽国的闽王王审知，即民间俗

称的“白马忠懿公王”。而吴泰均则有

另一种解释，因为同治三年（1864年），

太平军占领南阳，吴泰均在求神保佑

之际，叩问神的来历，结果扶乩得告：

“王乃六朝时人，姓 名瑚，曾扶宋高

祖刘裕于洞庭湖，以功封闽王”，随后

吴泰均查史书，发现刘裕于义熙六年

（410年）与卢循战于洞庭湖，“险被风

涛”，因此 瑚其人确实存

在无疑。吴泰均在编撰族谱

时，将相关情况编入族谱，

为十三坊乡民所接受。比

如，吴泰均将当时供奉 瑚

侯王的厅堂和抬 瑚侯王出

巡的神辇上的对联改为“刘

宋褒忠千七载，长连载德十

三坊”，时至今日还有遗存，

足见乡村知识分子对于地方

信仰解释的权威性。

吴泰均在整合培田地方

社会的文化实践中，已经逐

渐意识到，面对着社会的“变局”，培田

的事情已经不是培田本身所能处理的，

因此，必须跨越宗族，在一个更大的空

间范围内进行活动。

义仓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救济的

重要措施。清康熙年间，官方劝谕，“官

绅士民捐输谷石，于乡村立社仓，街市

镇立义仓”，并由公正绅耆妥为管理。

但清初宣河一带的义仓建设效果不理

想，因此“凶年一值，富闭粜，贫苦籴，

奸宄窃发，弊窦丛生”，吴泰均对此曾

有议论。为了显示吴氏在社区中举足

轻重的地位，他撰有《约立义仓疏》入

族谱。在这篇文献的指引下，吴氏以祖

宗的名义建有多个义仓，如东溪公、石

泉公两房各立义仓，中公、宏公房也设

有义仓，除此之外，还设有郭隆公义

仓。受其影响，宣河地域内的曹姓“炎

德公后裔将六月六日上谱席费多少交

谷生放，岁增本息”；巫素卿“独捐谷

百石，为通族义仓，累积盈千，救济奚

穷”。

瑚公王轮祀至吴家坊时，供奉在家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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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泰均汇编吴氏族谱时，将类似

于义仓等善举的文献一直置于突出地

位，他希望通过文献整编，不仅将吴氏

家族塑造为乐善好施的形象，而且期

望通过公共事务的参与，使培田成为

河源十三乡的“文明之邦”。

同治壬申年（1872年），吴泰均特

于里中邀集郑玉成父子、黄发挥、黄发

林、黄振等乡绅各捐田产建立拯婴社，

族谱收录了《拯婴社表》，从中可以看

到他们当时超越时代的思想及其对女

婴的重视：

女可溺乎哉？乃天欲生之

人，忍溺之，逆天和，逆天者，不

祥；朝公禁之，人私溺之，又犯

王法，犯法者不昌；况宴科女滓，

难吞神哲，劝文剀切，而此风未

息者，将借口于贫寒养苦嫁送累

多耳。兹告四邻，有生女苦养而

愿养者，社内报明，给钱五百，薄

助布姜；不愿养者，将女送至，给

助加前，即抱配别姓，乳娘为媳，

其畏累多者，着人送至报明某

姓，给赀抱配如前，幸勿投之杀

盆。留出一条生路，庶多一女，必

多一母，多一母，必多数子，而

大生广生无负上帝生生之心欤？

从文献上看，显然这些乡村知识

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也接触了新式事

物，因为吴泰均在《老科举行》的附

记中叙及了进京科举乘坐火轮船之

事，他在思想上是有所感触的，拯婴

社的善举和力图使相关文献流传的举

措，都证明他力图通过调和新式思想

与旧式方法的矛盾来应对变局，达到

社区和谐。

余论

分析吴泰均编撰族谱的过程及其

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到，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大

背景下，培田经历了太平军“寇汀”的

破坏，存在着社会危机。但此时的传统

资源并没有萎缩，倒是乡村知识分子

利用传统文化整顿社会秩序，力图使

乡村获得再生，其中族谱的编撰及相

关文献的整编是其主要手段。显然族

谱编撰的社会意义在于强化社会控制

系统，使家族和社区获取更大的发展

空间。事实上，吴泰均在同治年间通过

族谱所重新整合的社区模式，在光绪

谱的修撰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不仅他

在同治谱中所加入的大量私人文献被

完全保留，而且《家法》的内容被延伸

为《公益社章程》，时值晚清“新政”，

他的后辈文人将其视为地方自治的范

本，要上报长汀县进行推广。因此族谱

编撰活动的出现不是社会特殊现象，

而是中国乡村社会比较普遍的行为方

式，只有深入阅读相关文献，特别是将

族谱置于具体的历史境况之中并加以

系统的梳理，才可以理解其所具备的

社会文化史含义。实际上族谱是乡村

知识分子力图通过文化实践进行自我

拯救与整治的方式，从这方面讲，近代

乡村社会中“传统”的强化与近代化历

程并非相悖，而是可以耦合的。

(题图：由笔架山远眺培田的聚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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